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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 美国是 ADR实践积极型国家的代表 ,其实践对于其他国家的 ADR实践具有重大影响。ADR
在美国同样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 ,并成为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然而 ,作为 ADR运动的策
源地与主要实践场所 ,ADR实践在美国也引起了广泛争议 ,尽管这些争议并没有阻止 ADR的蓬勃发展。中
国推动 ADR实践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实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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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世界 ADR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 , 即重视型、
轻视型和中间型。所谓重视型是以美国为代表采取积极发展
ADR战略的国家 , 轻视型是指曾经对发展 ADR 较为消极的
国家 , 德国为其典型代表 , 介于二者之间的都可列入中间
型。[1 ]作为 ADR实践的主要策源地与实践场所 ,美国的 ADR
实践已经并且并将继续对其他国家的 ADR 实践产生重要影
响 ,比如 ,晚近 ,英国之所以把 ADR纳入其民事司法改革视野
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 ADR实践的启发。
一、美国民事司法改革概况
19 世纪中叶以来 , 美国民事诉讼法一直处于改革中。20
世纪 90 年代前 , 它经历了两次主要的改革。一次是在 1848
年 ,纽约州采取所谓的“菲尔德法典”。另一次在 1938 年达到









日益突出 , 诉讼迟延现象就应运而生 , 而特殊的律师制度以
及某些特定的诉讼程序 , 尤其是发现程序则进一步加剧了诉
讼迟延 , 并相应地造成了诉讼成本高昂。20 世纪 80 年代以
后 , 包括 1989 年的布鲁克斯报告、1991 年的奎尔 (Quayle) 报
告以及 1996 年的议会委员会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报告都认同 ,
美国司法制度因过度的成本和迟延而存在着危机 , 并且认为
发现程序是导致这种迟延和耗费的主要原因。奎尔报告认
为 ,在改革民事司法制度时 ,讨论最多的改革路径有三 ,即减
少通过民事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需求 ; 改进司法上的案件管






策指导 , 以便立法机关据此进一步制定有关法律 , 以及司法
机关据此进一步制定改革措施。比如 ,该法要求 10 个联邦地
区法院作为试点法院 (pilot districts) 在案件管理方面确立六
项基本原则 , 并且要求试点法院并且在 1992 年 1 月前实施
相应的案件管理计划 , 而其他的 84 个联邦地区法院则可以
在 1993 年 12 月之前的任何时候实施各自的案件管理计划。
[3 ]针对《民事司法改革法》的实施情况 ,美国兰德民事司法研
究所 ( Rand Institute for Civil Justice) 做了如下归纳 : (1) 所有试
点法院都采取了各种案件管理计划 , 这些计划看来符合《民
事司法改革法》的要求 , 该法对案件管理基本原则所做的规
定是宽泛和灵活的 , 能够使试点法院采取实验性计划 , 并且
允许联邦地区法院采取不同的措施以符合案件管理基本原
则。(2) 不同的联邦地区法院之间在实践案件管理方面的做








无庸置疑 , 现代 ADR运动的策源地和主要实践地均在
8





行的法院附设 ADR提供了适宜的环境。同[1 ]当然 ,如下所述 ,
ADR在美国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。
(一)美国的 ADR实践 :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
尽管现代 ADR 实践的所有重大成果几乎都首先出现于
美国 ,但直到 1925 年《仲载法》颁布前 ,法院对 ADR一直持排
斥态度 , 法院要么拒绝执行其决定 , 要么把合同中的仲裁条
款看成是可任意取消的。[4 ]
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, 由于“全部诉讼领域均已敞开大
门”, 同[2 ] (15 )案件数量不断高涨 , 复杂、新型、巨额案件不断涌
现 ,美国出现了所谓的“诉讼爆炸”现象。自 70 年代以后 ,美
国法院对 ADR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。1971 年 ,密歇根东区
联邦地区法院首先采用法院附设调解程序。1978 年 , 宾西法
尼亚东部地方法院率先开始采用法院附设仲裁程序。应指
出 , 1970 年 , 美国加入 1958 年《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
裁决公约》(即 1958 年《纽约公约》) 无疑是整个 70 年代美国
ADR实践所取得的重大成果。
1983 年 ,《联邦民事诉讼规则》第 16 条的修订使得法院
的 ADR实践具有了明确的公共政策指南和法律依据 ,新修订
的第 16 条第 1 款首次把和解确定为审前会议的目的 ,这表明
审前会议的重点已经从单纯的开庭审理的准备转移到法官
对审理前会议准备阶段的管理上来了。特别是 ,《联邦民事诉
讼规则》第 16 条第 3 款规定法官和律师可以考虑和解或采取
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可能性。由此 ,法院附设 ADR实
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, 简易陪审团审理
(Summary Jury Trial) 、早期中立评估 (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)
等 ADR相继出现。特别是 ,1988 年 ,美国国会授权 10 个联邦
地区法院实施强制性附设仲裁程序 , 另 10 个联邦地区法院
建立任意性法院附设仲裁程序。[5 ]此外 ,从州层面看 ,仅 1989
年 ,美国各州就制定了 34 部与 ADR有关的法律。[6 ]应注意的
是 , 许多法院附设 ADR往往是对民间 ADR的一种吸收 , 比
如 , 有学者就认为 , 简易陪审团审理事实上是法院把作为谈
判派生形态的微型审理 (Mini trial)纳入法院体制的结果。[7 ]
从民间层面看 , ADR实践也取得了长足进展。许多新兴
的 ADR方法不断涌现 , 这不仅为当事人增加了选择机会 , 而
且也为法院涉足 ADR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。更为重要的是 ,
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 ,营利性 ADR组织大量涌现 ,并在
80年代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, ADR出现了产业化趋势。比如 ,
1988年到 1992年 ,“司法、仲裁、调解服务有限公司”(Judicial
and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Services Inc. , JAMS) 年收入增长了
82. 6 % ,该公司 1992年的营业收超过 2000万美元。
实践表明 ,至少在 80年代 ,ADR已经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
途径。据统计 ,1980 - 1993年间 ,在联邦法院提出的民事案件中
平均仅有 4 %的案件进入审判 ,34 %的案件不经审判即告终结 ,
55 %的案件或被撤销或者被和解 ,7 %的案件被移送或发回。不
经审判而终结的案件数目在近年来甚至更高。[8 ]
(二)美国的 ADR实践 :20世纪 90年代以来
1990 年制定的《民事司法改革法》(CJ RA) 为 ADR的发展
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,《民事司法改革法》所确立的案件管理六
项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求扩展并增加使用 ADR。不过 , 附在
该法后面的一份立法报告指出 , 国会在当时刚刚开始认识到
ADR的好处。[9 ]特别是在涉及行政纠纷方面 ,国会对 ADR价
值的体认程度似乎并不高。比如 ,国会于 1990 年通过了《行政
争议解决法》 (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 1990 ,
ADRA) ,但该法的实施期限只有五年 ;不仅如此 ,该法没有意
识到保密性对 ADR 程序的重要性 , 以至于当事人频频利用





从行政部门角度看 , 1991年 10月 23日 , 布什总统发布了





法 (ADR) 程序或法院程序加以解决。”[10 ]显然 ,和国会一样 ,美
国政府其时对 ADR缺乏充分信任 , 以至于该行政命令要求只
能在无第三人帮助下的谈判失败时才使用ADR。同[9 ]
1994年 10月 ,应美国行政会议(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
the U. S. A. )的要求 ,司法部助理部长(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)
弗兰克·W·汉格 (Frank W. Hunger) 代表司法部致信后者 ,介
绍了司法部在应用 ADR方面所付了的努力。汉格指出 , 早在
1985年 10月 4日 , 司法部制定了第 1109 - 85号部长令 , 该部
长令确认并支持法院附设仲裁的基本目标 , 即缩短诉讼时间 ,
减少诉讼费用。此后 ,司法部在推动使用 ADR方面还做了大量




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 ,美国立法与行政部门对 ADR的
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, 关于 ADR的一系列行政命令相继出台。
1995年 ,原司法部长雷诺 (Janet Reno)女士批准了《促进更广泛合
理地运用ADR方法》(Promoting The Broader Appropriate Use of Al2




12988号行政命令中 , 废除了第 12778号行政命令对使用 ADR
的限制。不仅如此 ,第 12988号行政命令还规定 :“在提起诉讼
前 , 诉讼律师应该采取适当的努力 , 以便快速、适当地解决争
议。⋯⋯。为了促进更广泛、有效地使用正式或非正式的ADR
方法 ,诉讼律师应该接受关于 ADR技巧方面的培训。”[13 ]
与此同时 , 美国国会显然对 ADR的价值有了更充分的认
识 , 这突出地表现在 1996年美国重新通过的《行政争议解决
法》 (ADRA) 以及 1998 年通过的《替代性纠纷解决法》
(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 1998) 。1996年 ADRA的重
要性在于 , 一方面 , 它成为永久性立法 , 而不像 1990年 ADRA
那样只有五年实施期。另一方面 , 根据 1996年 ADRA采取的
ADR豁免适用《信息自由法》, 这大大推动了当事人采取ADR
的热情。1998年 10月 ,美国正式颁布了《替代性纠纷解决法》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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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 ADR立法。该法第 1条规定 ,联邦地区
法院应该允许在所有案件中使用ADR ,各联邦地区法院应该建
立各自的 ADR计划并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。该法第 3条第 3款
还规定 , 法院必须对既有的法院附设 ADR计划的有效性进行
评估 ,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。有学者认为 ,该法的通过表明美
国国会已经完全相信 ADR的价值。接下来的问题是 ,促使国会
为 ADR计划另行拨款 , 而不是要求法院从现有预算中自行为
实施 ADR计划拨款。同[9 ]
从联邦地区法院角度看 , 1996年 , 联邦司法中心与纽约公
共资源中心 (CPR) 纠纷解决研究所开展合作公布了《联邦地区
法院中的 ADR与和解 : 法官和律师适用手册》(ADR and Settle2
ment in the Federal District Courts : A Sourcebook for Judges and
Lawyers ) , [14 ]对联邦地区法院法院附设 ADR的设计与使用情况做
了全面介绍。根据该《适用手册》(第一部分) 的介绍 ,尽管 20
世纪 70 年代以来 , 一些联邦地区法院已经采取了仲裁与调
解程序 , 1983 年修改后的《联邦民事诉讼规则》第 16 条也授
权法院通过非司法程序解决纠纷 ,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,联
邦地区法院使用 ADR的数量和范围才有了大幅增长。迄今 ,
许多联邦地区法院提供了至少两种 ADR程序 ,至少 6 个联邦
地区法院提供了包括仲裁、调解、早期中立评估和简易陪审
团审理在内的各种 ADR程序。《适用手册》(第一部分) 也指
出 ,随着《民事司法改革法》的颁布 , ADR实践已经呈现出一








ADR服务 , 法院的 ADR人员和私人的 ADR提供者之间的差
别正在趋于模糊。
从联邦上诉法院角度看 , ADR实践的迅速发展应该说是
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。据统计 ,1991 - 1996 年间就有 7 个
联邦上诉法院正式采纳 ADR ,而 70、80 年代这个数字分别仅
为 1 个和 5 个。[15 ]
从民间层面看 , ADR实践也受到了极大的推崇。比如 ,
1996 年 , 美国律师协会 (ABA) 成立了纠纷解决处 , 这是近十
九年以来 ABA新设的第一个部门 ,目前拥有的成员已经超过
6000 名。[16 ]许多公司制定了公司 ADR计划 ,该计划不仅使得
公司在运用诉讼或 ADR解决纠纷方面能够作出理性的选择 ,
而且可以提高公司处理冲突的整体能力。一些公司还任命了
专门的 ADR高级职员 ,以监督与协调公司的 ADR行动。
然而 ,尽管 ADR在美国的实践“如火如荼 ,但也不意味着
ADR实践就是“畅通无阻”,不受到任何阻力。事实上 ,美国司
法部纠纷解决局 (Office of Dispute Resolution ,DOJ)高级律师杰
弗里 ·M·胜格尔 (Jeffrey M. Senger)新近就认为 ,ADR实践在
美国仍然面临着许多障碍 , 比如“好诉”观念 , 特别是律师把
诉讼视为一种职责成就 ;建议采用 ADR的一方当事人担心被
对方当事人视为软弱 ;认为 ADR只是一种“时尚”,不会持久 ;
当事人和律师缺乏使用 ADR的经验 ; 资金不足、ADR程序的
保密性问题等。同[9 ]可见 ,ADR实践在美国仍然面临着从当事
人到律师 ,从观念到制度 ,从经验到资金等一系列障碍 ,对此
应有客观的认识。
三、美国的 ADR实践 :争论同[8 ] (218 - 223 )及评析













外 ,其他反对 ADR的观点还认为 ,当事人可能把利用 ADR作
为一种策略 ,拖延纠纷的解决。
与此同时 ,ADR支持者也“不甘示弱”。他们认为 ,传统的




值被忽视的问题 ,他们辩称 ,伴随着法院对和解的审查 ,法院
能够确保公共价值得到维护 , 并且大多数和解不是脱离法律
的规范进行谈判的。
从产生争议的原因看 , 我们认为 , ADR在美国引发如此
强烈的争议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, 其一 , 美国不仅是 ADR运动
的策源地 , 而且也是大多数新兴 ADR方法的发明地 , 因此它
率先承受了 ADR实践的许多风险 ; 其二 ,如前所述 ,自 20 世
















削弱。原因是 , 首先 , 诉讼机制仍然具有强大的纠纷解决能
力 ,甚至通过采取或强化某些改革措施 ,比如小额诉讼程序 ,
[24 ]其纠纷解决能力正在趋于增强。其次 ,许多 ADR方法 ,比
如民间调解存在着缺乏法律效力或法律效力不足的固有缺
陷 ,而某些 ADR方法 ,比如仲裁的低成本、高效率传统优势有
降低乃至丧失的危险 ,这些都对 ADR纠纷解决功能构成消极
的影响。再次 ,在西方国家 ,特别是美国 ,法院所承受的诉讼
压力非常沉重 , 并非 ADR所能全面释放 , 法院仍然面临沉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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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纠纷解决压力 , 比如 , 即使在 90 %以上的民事案件在正式
进入审判程序之前已经获得解决的情况下 , 从 1990 年 6 月
1991 年 6 月 ,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平均每个法官审理的案件仍
然多达 335 起。同期 , 12 个联邦地区法院平均每个合议庭平
均审理 764 件案件。




四、结语 :美国 ADR实践的基本特点及对中国 ADR实践
的启示
综上 ,作为 ADR实践“积极型”国家的代表 ,美国的 ADR
实践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: 首先 , 通过专门的 ADR立法以及
直接提供大量的 ADR产品 , 美国的立法、司法及行政部门成
为 ADR实践的重要推动者与参与者。从这个角度看 ,不妨把
美国的 ADR实践模式称之为“大力支持 ,积极介入”模式。其
次 ,随着 ADR公司的大量成立与成功运作 ,美国 ADR实践的
产业化趋势已然确立 , ADR的属性正趋于多元 ,即 ADR不仅
属于一种法律活动 , 往往也是一种经济活动 , 而这些恐怕正
是 ADR在美国也受到了与任何国家相比都更为严厉的批评
的重要原因。
迄今为止 , 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“主战场”是诉讼制度 ,
特别是审判制度 , 而尚未从整个司法制度 , 更遑论从整个纠
纷解决机制的层面筹划各项具体制度 ,以及 ADR实践的基本
法律政策。值得注意的是 ,最近 ,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共
同推进中国的 ADR 实践方面有了重大举措。2002 年 9 月 5
日 ,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《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
事案件的若干规定》, 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
解协议的效力作了明确规定 , 表明最高司法机关在推进 ADR
实践方面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为配合最高人民法院的上




证之美国 ADR实践的上述特点 , 笔者认为 , 我国在推动
ADR实践时应该注意两点。
其一 ,法院在推动 ADR实践方面的作用问题。如前所述 ,
美国采取了“大力支持 , 积极介入”模式 , 据此法院向当事人
直接提供丰富的 ADR产品 , 即法院附设 ADR(court - annexed
ADR) 。实际上 ,美国学者对 ADR实践的批评矛头主要指向的
正是法院附设 ADR。
近年来 , 为推进我国法院法官队伍建设改革计 , 一些学
者建议把分流出来的部分人员作为独立的附设于法院的调
解程序的运作人员。笔者认为 , 这一建议诚然有利于解决法
官队伍建设所面临的压力与阻力 , 但法院附设 ADR 的推行
———这意味着许多非法律标准将作为裁判标准 ———与现阶
段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基本使命 , 即司法公正之间显然有所










国 , 当事人应支付的正当的诉讼成本并不高 , 因而 ADR与诉
讼程序相比缺乏成本优势 , 甚至由于缺乏国家在资金方面的
支持 ,ADR还存在着成本劣势 ,比如 ,一些仲裁委员会的仲裁
收费标准就高于诉讼费收费标准 , 而且没有仲裁费用减免制
度。因此 ,不宜把中国的 ADR实践定性为具有经济属性 ,更遑
论定性为经济产业 ,否则将可能损害 ADR实践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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